
【印度妇女研究热点问题专栏之二】

教派冲突视域下的印度妇女·专栏导语
陈义华[footnoteRef:1] [1: 陈义华（1973-）,男，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研究。] 

印度被誉为人类宗教博物馆，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样本。这些宗教大多是印度本土宗教，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因此相对保守。虽然从殖民时代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到后殖民时代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人都曾致力于推行世俗化改革，但终究如蚍蜉撼树，难以动摇其根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后殖民时代依旧猖獗，教派冲突此起彼伏，对南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对南亚地区国家统一体叙事构成重大危机，其中印度大分裂就是宗教冲突下国家统一体建构失败的一个例证。大分裂期间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超过一百多万人死亡，有籍可查超过七万名妇女被对方教派的信徒强奸，制造了现代文明史上最大的人道灾难。震惊了整个世界。
时至今日，南亚宗教矛盾与冲突依然难于平息，社会结构脆弱，有时候可能一个平常事件都会在有心人士的推波助澜下演变为骇人听闻的流血冲突，而女性往往是这些暴力冲突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即便在平时，各社群的教派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生活。由于                                                                                                                               性别偏见根深蒂固，女性，无论是在家庭的私领域空间中，亦或是社会公共空间中，都被另眼看待，遭受着歧视和压迫，骚扰乃至身体的伤害：在家庭内部，印度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上没有话语权，更无法获得与男性家庭成员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印度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女性几乎没有什么能见度，他们多数人的活动领域被局限在私领域中。即便少部分人有幸获得在公共领域的活动机会，也时常面临着遭遇性侵害甚至更为严重的暴力受害的，的风险。
对印度女性来说，印度社会最大的毒瘤，就是一直以来不断频发的强奸案。这一给女性身心造成巨大创伤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不仅仅与印度各宗教社区女性地位的低下有关，更与印度教下面一些教派将性活动看做自我提升的修炼逻辑有关。频发的恶性强奸甚至奸杀案不仅仅引起了印度总理莫迪的重视，也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况。对印度女性来说，更为惊悚的时刻来自于教派冲突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失控状态。在教派冲突中，国家机器运作失灵，女性成为了敌对教派肆无忌惮羞辱，虐杀的猎物。在教派冲突的时刻，女性不再只是本教派成员而已，而是作为本教派的象征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强奸甚至公然羞辱对方教派的妇女不仅仅是欲望的发泄，更意味着更高精神层面的复仇：羞辱敌对教派。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之下，每隔几年爆发的教派冲突对于印度各教派的女性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噩梦。
2017年《妇女研究论丛》开设了“印度妇女研究热点问题专栏”涉及妇女的“财产权立法”、“妇女安全保障”、“重大历史场域中的妇女”等多项重大热点问题，但每一个议题的讨论基本就一篇文章，没法从不同角度深入讨论这些热点问题。本次专栏文章是去年专栏的延续，聚焦于一个专题：“教派冲突视域下的印度妇女”。本专栏共征得四篇稿件，分别聚焦于教派冲突中妇女集体殉身事件的历史分析；南亚大分裂中女性的贞操、安全、尊严等议题及其与印度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印度少数教派妇女的平权运动及其与本教派社区的关系；后殖民时代妇女创伤记忆研究的范式重构。
[bookmark: _Hlk523609360]深圳大学王伟均博士的论文《暴乱、“荣誉”与死亡：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印度妇女集体殉身现象研究》分析了印巴分治期间印度妇女的集体自杀现象。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社会失序、法律失灵、国家机器近乎停摆的状况之下，各不同教派彼此杀伐，血腥宗派暴力冲突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各个角落上演，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作者关注的议题是大规模教派冲突中的妇女集体殉身事件。作者指出，这一现象既与印度中世纪拉其普特妇女集体殉节传统—裘哈尔仪式—有着承继关系，同时也受到教派冲突中性暴力所引发的妇女自杀症候群的影响，并且与印度社会错综复杂的性别、民族与国家话语息息相关。
[bookmark: _Hlk523611142]罗璠教授的论文《甘地论教派暴力下的妇女贞洁与民族主义价值》以甘地生命最后两年的著作、演讲稿和通信等文献为基础展开研究，考察甘地对于大分裂教派冲突中妇女所遭受暴力的思考。在这些文献中，甘地讨论了在南亚大分裂的激荡岁月中女性的贞操、安全、尊严等议题及其与印度民族主义话语 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甘地赞同妇女远离与政治最直接相关的公共领域，并且坚持公私领域分离，这一主张，一方面在于甘地认为家庭是妇女可以远离教派暴力，获得人身安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还在于，甘地的这一主张与他更大的斗争目标相关：通过让妇女在家纺纱以实现自给自足，抵制英国殖民资本的入侵，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最终实现政治独立。
卢云副教授的文章《当代印度穆斯林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网络》通过穆斯林组织网络的考察，揭示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如何在性别、阶级、种姓和宗教相互交织的复杂权力网络中协调其多重身份。作者的研究挑战了学界将穆斯林妇女简化为“受害者”的本质主义分类，并重新将她们定义为政治能动者。这篇文章在印度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运动背景下探讨这些组织网络，并肯定了来自边缘社区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积极角色。
陈义华教授的文章《后殖民女性创伤记忆分析的文化研究之维》考察了在源自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创伤理论与前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二者融合起来分析后殖民妇女创伤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在讨论中结合两个女性文本，讨论在融合重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后殖民妇女在集体创伤记忆中凸显自身创伤经验的路径，提出了有关性别、创伤和国族等一系列问题，为解读后殖民妇女创伤经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框架。
[bookmark: _GoBack]印度与南亚、中东以及北非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它持续进行着世俗化变革。后殖民时代印度立国伊始开国领袖尼赫鲁就大力推动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力图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尼赫鲁的世俗化改革由于推动太疾引起了强力反弹，但同时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大的一个成果是保持了世俗主义的国家宪法，并始终维持了国家政权的中立性质，这使得它就能够有效介入各种教派之间矛盾的协调，避免教派矛盾螺旋式上升为教派冲突；对外政策方面，印度的历任总理在处理印巴关系中始终秉持世俗主义的外交姿态，避免了印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始终将两国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低烈度的可控范围之内。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印巴之间或者印度社会内部教派冲突会重演，但总体而言，这种冲突的规模在不断变小，冲击力在不断减弱。同时，在印巴冲突与印度社会内部冲突之中，宗教因素在逐步减小。南亚社会教派冲突完全消弭可能需要时间，但其趋势却是可以乐观期待的。女性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不仅仅是受益者，也是这个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